
吐鲁番文书中的玄宗诗

朱玉麒

19世纪末期西方探险家在中国西北地区开始的考察活动，使得以敦煌和西域出土的

中古写本文书为核心的研究，不期而然地成为一个世纪以来世界性的显学。从文学史的

角度利用这些文书所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敦煌的汉文文书方面；而吐鲁番文书因为

特殊的保存方式造成的断烂情况，以及收藏的分散和公布的滞后a，至今尚未在文学史

界引起足够的重视。

但是，相比于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在内容表现上的世俗性、资料发现上的可持续

性，却为我们由原生态的文献来研究中古文学的传播和接受，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本

文所揭示的玄宗诗残片，正是文学研究中“碎片模式”的鲜明个案。

一、玄宗诗残片的文献缀合和流散考察

（一）英国图书馆玄宗诗残片的释读

在中国文献的收藏方面，英国图书馆主要以拥有大宗的敦煌文书而著称，而其在

新疆的文献收藏其实也很丰富。其中吐鲁番文书的收藏，主要来自斯坦因（Aurel Stein, 

1862-1943）第三次中亚探险（1913～1915）所得。在多种语言文字的文书中，其汉文

文书由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1945）整理，于1936年完成书稿，由于

受到二战的影响，这一成果在其身后的1953年，以《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

书》出版b。其中公布的第345号文书，原始编号是Kao. 094，表明是由斯坦因从高昌故

城所得。马伯乐的文书整理没有给所有文书断代和定名，而是分为若干类别，第345号

文书被他编入到了官府文书中相对于“田亩册”的“其他公文”中。这一文书在英国图

书馆目前的馆藏编号是OR. 8212/599。

1994年，陈国灿先生出版了《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一书，在马伯乐的整理

a   敦煌文书系由敦煌三界寺图书馆被封存而传承下来，规模大、品种全，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性，而以佛教经典为

主。吐鲁番文书多从寺院遗址或墓葬中出土，缺乏内在系统性；以废弃的世俗文书旧纸作为葬具而被保存，更

是其中的大宗，但往往被剪碎，不易释读。参孟宪实、荣新江《吐鲁番学研究：回顾与展望》，《西域研究》

2007年第4期，51～62页。　

b　H. Maspero,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eme expe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London,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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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对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得新疆地区的汉文文书进行了新的整理。他对这些

文书都分别拟题，使我们对文书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指出了Ma 345号下实际由

两件文书组成，而其中的第二件文书被他拟题为《残诗文》c，在文书的性质划定上比

马伯乐有了进步。这个由两件互不相干的文书中剥离出来的纸片，在马伯乐和陈国灿的

努力下，录出了2行、7字：

1  兩京春去

2 □草可憐

陈国灿先生虽然断定其不同于公文书的性质，但因为没有在传世文献中找到对应的

作品，也不敢贸然标点并做出抑诗或文的判断；甚至对马伯乐识读的“两”字，也改订

为“雨”，而经后来的验证，马伯乐的识读反倒是正确的。

2005年，沙知、吴芳思所编《斯坦因

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

分）》出版，第一次图文并茂地公布了重新

整理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

书。对于Kao. 094文书，也分成两件录文，并

将其中的第二件文书定名为《唐残诗》（完

整编号：OR. 8212/599, Kao. 094. B），在作品

的时间和文体性质上，又比陈国灿先生的拟

题推进了一步，而且其录文也推进为3行、8

字（图1）：

       前缺

一 □新（？）

二  □兩京春去

三 □（？）草可怜

　　 後缺d 

但是，同样因为无法确定诗歌的上下

文，这一推进对残缺的文字保留了游移不定

的问号，沙知先生后来发表《〈斯坦因第三

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勘误》，是作为一个负责的文献整理者对

c　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本文所引，均据1997年第2

版修订本，426页。

d　沙知、吴芳思《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154页。由英国图书馆发起，世界各地敦煌、西域文献收藏单位组建的网上协作项目——国际敦煌项目（Inter-
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IDP），在英国图书馆网页上，其OR. 8212/599编号中，仅出现了Kao. 094. A残片

的图版，见：http://idp.bl.uk/database/oo_scroll_h.a4d?uid=-526396359;recnum=3122;index=8 

　　而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中文网站上，甚至还没有这一图版，见：http://idp.nlc.gov.cn/database/oo_scroll_

h.a4d?uid=-17329708339;recnum=3122;index=8 

图1　英国图书馆藏玄宗诗残片

　　 OR. 8212/599, Kao. 09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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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号无法释怀的心情表达。在这篇文章中，他将“草”前那个笔画保留甚多的文

字补为 “看（？）”字e，所惜未达一间：这一字的推进，仍被最后比定的诗歌所

推翻。

2005年以来，笔者有幸参与到吐鲁番研究院组织的“新获吐鲁番文献”整理小

组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新

出土及海内外散藏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D770107）中，

从事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在数次经眼这一熟悉的文句之后，忽然想到以往整理《张

说集》时的类似字眼。通过电脑的检索，确证这一残碎的文字出自附于《张说之文

集》卷三中的唐玄宗诗《初入秦川路逢寒食》f。这些残存的文字，出现在诗歌的前

八句中，兹据《文苑英华》本录文如下（描粗者为文书存留的文字，加框者为笔画

残缺字）：

洛川芳樹映天津，霸岸垂楊窣地新。直爲經過行處樂，不知虛度兩京春。

去年餘閏今春早，曙色和風着花草。可憐寒食已清明，光暉並在長安 道。

……g

由于传世文献的对应，我们可以更为确切地判断的是：①沙知、吴芳思录文的第一

行“新”字是完全正确的。②沙知先生比定第三行的“看”字，应当是“着”字；文书

在“着”、“草”之间，本当有“花”字，应是抄写者疏忽而遗漏了，这也从一个角

度帮我们判断这一文书作为书法或诗歌临习的抄本性质。③第二、第三行头上遗留的笔

画，应该是“度”字的左撇、“和”字的右半——这一残片实际残存有笔迹的文字，是

3行、11字。

至此，这一高宽仅为14.6厘米×10.1厘米的残片，为我们展现了大唐帝国开元、天

宝时代的君主李隆基在西北边州地方文学影响的实际存在。

（二）日本书道博物馆玄宗诗残片的发现与缀合

无独有偶的是，流失在日本的吐鲁番文书中，同样属于玄宗诗的残片也在2005年重

光于世。

在《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出版的同时，以日本收

藏家中村不折（1866-1943）一己之力创办的书道博物馆，在这一年也出版了几乎全部

的写本文书，这便是由矶部彰编集的大型图录《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中村不折旧藏禹域

e　沙知《〈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勘误》，季羡林、饶宗颐主编《敦煌吐鲁番

研究》第十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374页。

f　参拙文《吐鲁番文书中的汉文文学资料叙录》，《吐鲁番学研究》2009年第2期，94、95页。

g　唐玄宗《初入秦川路逢寒食》，《文苑英华》卷一七二，李昉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宋配明刻

本，832页。全诗后十二句为：……自從關内入秦川，爭道何人不戲鞭。公子途中妨蹴踘，佳人馬上廢鞦韆。

渭水長橋今欲渡，葱葱漸見新豐樹。遠觀驪岫入雲霄，預想湯池起烟霧。烟霧氛氳水殿開，蹔拂香泉歸去來。

今歲清明行已晚，明年寒食更相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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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书集成》（以下简称《集成》）h。在《集成》所收228号的作品中，出自中国的就

有178号。长期以来，作为私人藏品，书道博物馆的部分文书只在一些图录和展览中零

散地公布、发表，学者无法窥其全貌；而其中敦煌吐鲁番的出土文献被中村不折作为古

代书法的遗品大力收集，更成为学者从事研究所期盼的宝藏。

经由广中智之博士联络，矶部彰教授于2009年年底将这一珍贵的非买品文献寄赠新

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使笔者得以一睹100年前由西域流散出去的1000年以前

的大量文书。

《集成》中题名为《月令》的第130号文书长达2903毫米，便是一份从未公布的

重要文献。该号卷首有题签：“吐鲁番出土唐人墨迹，宣统辛亥嘉平月，素文所藏，

四十四。”i可知为清末新疆监理财政官梁玉书（字素文）在宣统三年（1911）得自吐

鲁番的旧藏。它由至少15个残片组成，其

中的第一个残片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残

片，可能在出土之前长期叠压而被粘连在

一起，其实它们的字迹完全不同。左边的

一片是一个性质不明的残损名簿，右边的

一片高宽亦仅为19厘米×11.7厘米，存字

3 行、12字（另有残字4），录文如下（图

2）：

一  □□芳□影天津霸岸

二  □樂不知虛

三  □曙色

     後缺

因为有过对英藏玄宗诗残片的释读经验，

因此其笔迹和文字内容的一致性，这一日

藏文书也很快被笔者比定为唐玄宗诗歌

《初入秦川路逢寒食》的残片，文字属于

该诗的前六句：

  洛川芳樹影（映）天津，霸

  岸垂楊窣地新。直爲經過行處

  樂，不知虛度兩京春。去年餘閏

h　矶部彰编集《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东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特定领域研

究“东亚出版文化研究”总括班，2005年。相关介绍，可参梶普晋的书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卷，

414～417页。

i　鍋島稲子《不折旧蔵写経類コレクションについて》，《集成》卷下，361页。

图2　日本书道博物馆藏玄宗诗残片《集成》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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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春早，曙色和風着花草。……j

与传世文献的对接，对于我们判定文书上的残

存文字是最为有效的。而分藏东西岛国的两件玄

宗诗残片，从文字内容上虽然不能互相直接连缀，

但从字迹和纸型上，是可以判断并缀合为同一文书

的不同部分的。英藏残片保留的，是纸张的上半部

分，其残存的“度”、“和”两字，都书写在纸张

齐平的顶头；日藏残片保留的，是纸张的下半部

分，而且很明显是在一张纸的开端。这首《初入秦

川路逢寒食》是被抄写者作为第一篇诗歌，从一张

纸的开端从头抄写的。按照唐代公文书纸正常的高

度30厘米k，我们可以将其缀合如图3。

虽然残片的玄宗诗从文字到格式上并不是完全

中规中矩，缀合工作受到文字脱讹、抄写不齐的因

素干扰，但其为同一文书的不同组成部分，基本上

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玄宗诗歌的吐鲁番文书实际上

保存了2片、4行、27字（含残字8）。

（三）玄宗诗残片反映了吐鲁番文书的
近世流散史

这两件残片的流散和分藏，是与敦煌、吐鲁番

文书早期被发现的命运相关的。

19世纪末期开始，东西方列强的探险队纷纷涌入中国的西北地区，从事无视中国主

权的掠夺性考察。吐鲁番地区的古代遗址和墓葬先后遭受到来自俄罗斯、德国、日本和

英国的盗掘，以及由他们高价收购文物导致的当地民众挖掘热潮。

斯坦因在其第三次中亚探险的报告书《亚洲腹地考古图记》（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1928）中,记载有关吐鲁番高昌城的文

书时，这样写道：

当时，由于村民到这里来挖肥料或古物时，加上一些不知保护文物的人的

j　此文书比定为唐玄宗《初入秦川路逢寒食》，参拙文《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吐鲁

番出土文书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185、186页。此外，王三庆也推断此残片为“五言残

诗”，但未能考证确凿，参《〈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月仪书”研究》，《庆贺饶宗颐先生95华诞

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敦煌，2010年8月内部印刷，603～605页。其后吴丽娱、陈丽萍也考证其为

唐玄宗诗《初入秦川路逢寒食》，参《中村不折旧藏吐鲁番出土〈朋友书仪〉研究：兼论唐代朋友书仪的版

本与类型问题》，黄正建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2年，163～195页；又刊《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87～104页。

k　唐朝官府文书用纸规格，是唐官尺的1尺乘1尺或1尺乘1.5尺，相当于30厘米×30厘米或者30厘米×45厘米。参

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第十七讲《敦煌写本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341页。

图3　玄宗诗残片缀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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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这个遗址已经在迅速地毁坏。……自那（引者按，指德国吐鲁番探险队

的挖掘）以后，破坏就更加变本加厉了。我上面曾提到，村民很快意识到，把

文物和手稿卖给考古队等能够获利，破坏的过程加剧了。离这里很近的乌鲁木

齐成了一个便利的文物市场，而有了西伯利亚大铁路，文物贩子甚至可以同欧

洲的贸易中心直接进行交易l。

直到1932年，在他总结四次中亚探险的著作《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向达中译本作《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对于这一吐鲁番文物盗

掘、买卖的情况仍然记忆犹新：

自从柏林民族博物馆（Ethnographic Museum of Berlin）的格伦威得尔、勒

柯克两教授先后在此发掘得到丰富的收获以后，当地人于是也希望弄到有价值

的写本和古物，以好卖给迪化的欧洲旅行家一类的人，偶然也卖给中国的收藏

家，因此毁坏的工作为之大增。这一类出品数目自然也很可观。但是在我看

来，还是到那尘沙堆积较深未被前人发掘过的遗迹去找为比较妥当m。

毫无疑问，是包括斯坦因本人在内的外国探险队推波助澜，导致了这一吐鲁番文物

在早年发掘中的盲目破坏和文物流散。

此期在新疆的中国官员，也都有一定的文物雅好。在这样一个文物哄抬的环境中，

他们原本的收藏活动也受到抑制。如在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906 ～1911）担任新

疆布政使的王树楠（楠字多作枏、枬，1851～1936，字晋卿，晚号陶庐老人），就是大

量收藏吐鲁番写本文书的爱好者。在他曾经收藏的文书题跋中，多次表达了对于列强哄

抬造成的变态局面的愤慨：

高昌佛经得长卷者甚稀，大抵多出古墓中。六朝人率以佛经殉葬。土人掘

得者，往往剪碎，零售东西洋游历之士，希得重价。素文此卷虽不完备，殊可

贵也。晋卿。庚戌（1910）十二月十二日（《大般涅槃经》卷第卅七）n。

……在余初新疆，土人特大卷求售，无人过问。余每以贱价得之，自英法

日本游士出重价购买，价遂踊贵。又多将全卷割裂星分，售遂少全经。可惜亦

少恶也。癸亥（1923）仲夏陶庐老人识（《六朝写经残卷》题跋）o。

割裂文书以求善价，并且多卖给出价高的外国人，这是在文物流通过程中导致原本

并不完整的文书更为破碎、流散海外的重要原因。

紧接着的厄难是：即使部分为中国人所得的吐鲁番文书，在随之而来的国难中，也

l　奥里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830、831、

838页。

m　奥里尔·斯坦因著、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224页。

n　此则题跋，原载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文书，入藏号379064。见居蜜《美国国会图书馆王树柟书藏：古籍、善

本、珍品面面观》，李国庆、邵东方主编《天禄论丛：北美华人东亚图书馆员文集·2010》，桂林：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24～27页。

o　此则题跋，原载日本杏雨书屋收藏文书，编号609-1，此处据《敦煌秘笈·目录册》叙录录文，大阪：武田科

学振兴财团，2009年，218、219页。其图版尚未公布，录文间有误字，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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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纷纷出手，捆载外流，最好的例子也还是王树楠和梁素文。

当他们开初在新疆收集到精美的文书之际，以及将它们携归内地之初，都有请友朋

在一起欣赏、题跋的活动。这些题跋还往往以能留住国宝而欣慰无加，如：

去岁有东人欲以重价购此卷者，余曰：佛言护此经如护眼目，宁舍身命。

君休矣，天下有道，某不与易也。晋卿（王树楠《北凉写经残卷》十九题

跋）p。

右回鹘文残经，出吐蕃（吐鲁番），为素文先生获于新疆者。曩见法国人

柏希和所得敦煌石室回〔鹘〕文经卷，如巨箧云。当时购于新疆，论斤计直，

柏君乃麇载归于巴黎，至可悯惜。今素文犹得宝此残经，不至同归域外，亦大

幸事也。甲寅（1914）五月，惇融并志（罗惇融《回鹘文残经》题跋）q。

但是，以上的庆幸其实并没有延续太久。王树楠和梁素文的大量敦煌、西域文书最终还

是流散到了海外。处于强邻环伺、国家动荡而民生维艰的时代，他们不得不变卖“长

物”。以上所引的文书题跋，都题写在后来流散到美国和日本的吐鲁番文书中r。

反观玄宗诗残片的收藏情况，无疑也正是以上这种流散形势的明证。

斯坦因所得的玄宗诗残片，标记为Kao，即高昌故城所得。陈国灿先生在整理和研

究这批高昌故城文书时，有这样的分析：

对这批唐代文书，斯氏除了统标以Kao外，没有标出具体的分区出土地点

号。从某些文书内容和被剪形状看，使人怀疑有的恐怕原出自墓葬，可能为斯

氏搜购而得，乡民误称出自高昌古城，因而被斯氏编为古城出土物s。

这一点，在斯坦因本人的记载中，也并不讳言：

……我还要简单说一下，我在前后几次到喀拉霍加（引者按，高昌故城

所在的村庄名）来的时候，从当地农民手里和小商贩手里购得了一些东西

（小商贩的文物是从当地农民手里搜集来的）。……它们大部分无疑像卖主

说的，是他们在亦都护城（引者按，指高昌故城）挖肥料或挖宝的时候发现

的。它们的性质也支持这种判断。但有几件文物有可能是从阿斯塔那那面积

广大的最近被洗劫的墓葬中得来的。卖的东西数量不多，这大概是因为我们

离开吐鲁番的时候，挖肥料的最佳季节才刚刚开始。但也有可能有些为欧洲

买主搜集文物的商人曾先于我来到这里t。

由上记载可知，英藏玄宗诗的残片，是1914年底斯坦因在高昌故城盗挖，或者收购自当

地村民的手中。

p　书道博物馆藏第165号，《集成》下册，51页。

q　京都临川书店《洋古书总合目录》第130号，No.865-866“回鹘写经残卷”，转引自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

文献知见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91页。

r　详细的流散情况，可参拙文《王树楠与西域文书的收藏和研究》“延续在民国时期的文化劫难——西域文书

的聚而复散”，《国学的传承与创新：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六十周年庆贺学术文集》，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13年待刊。

s　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5页。

t　奥里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8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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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藏玄宗诗的残片，则如上所说，是先由梁素文获得，最后又转售给了中村不

折，成为书道博物馆的藏品。

它们原本的分离，可能在当时已经破碎，当地村民在挖掘中遗留了部分碎片在遗

址中，为斯坦因所得；也有可能是如上所记载，村民为了牟利而将这些残片“割裂星

分”，出售给了不同的买主（这两片文书并未直接连缀，其间或许还有另外的残片，或

者出土以前它们原本就已自然分裂）。

在早期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流散过程中，一件文书被分藏多处，似乎是文献存在的

常态。玄宗诗残片的这一分离保存，正是近代中国社会积贫积弱、主权沦丧的形势下西

北文物流散的缩影，是吐鲁番文书的“伤心史”。

二、玄宗诗残片的文学价值与政治意义

唐玄宗诗《初入秦川路逢寒食》是玄宗开元十一年自洛阳北巡潞州、并州，由河

东返回长安途中，遇寒食所赋诗歌，诗云“去年馀闰今春早”，以开元十年闰五月而

言u。从这年的正月到三月，玄宗巡幸太原等地，与扈从群臣赋诗唱和，不下十首，可

见其热衷诗赋、推行文治之功。这些唱和的诗作在当时一定被排比编辑，如中宗时代

的《景龙文馆记》那样，成为“集会总集”v。这种集会总集在当时也一定是广为传抄

的，因此玄宗今存诗歌的文字多有不同。以《初入秦川路逢寒食》为例，将宋本系统的

《文苑英华》和影宋椒花吟舫本《张说之文集》相对照，有些文字的区别就改变了诗歌

的含义，如《英华》本“公子途中妨蹴踘，佳人馬上廢鞦韆”，《张说集》则作“公子

途中方蹴踘，佳人馬上發秋千”，对寒食风物的描写，意味就大不一样。

如今，我们又在吐鲁番文书中发现了玄宗诗的抄本，除了其本身的文字不同印证我

们对写本时代诗歌流传的印象外，其文学史的意义自然也大有可观。

（一）诗歌作为范本而接受

吐鲁番文书中的玄宗《初入秦川路逢寒食》诗，根据其力求工整而又稚拙的笔法，

以及文字抄写有夺漏、有俗字的情况看w，是与吐鲁番文书中唐西州地区的儿童习字非常

相似的。再从目前透视纸张背面的情况看，一方面它与一般儿童习字用废弃的公文书背

面做练习还不一样，而是用正规的纸张认真抄写；另一方面，这一抄写在当时被妥善保

存，也没有再次利用其背面做书写，体现出对抄写玄宗诗的尊重态度。因为残存的篇幅

太少，它究竟是玄宗本人的诗集抄本，还是玄宗时代集会总集的抄本，我们尚无法准确

u　陈祖言《张说年谱》，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4年，60页。又见陶敏、傅璇琮著《唐五代文学编年

史·初盛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581页。

v　相关研究，可参陶敏《景龙文馆记考》，《文献》四十八辑，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221～236页；贾晋

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w　如前揭“着花草”句夺“花”字，“怜”字俗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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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判断其性质，但它是从某个书法更为美观、文本更为规范的写本中抄写所得，是无可

怀疑的。因此，在唐代西州流传着作为习字或者诗歌练习的玄宗诗范本，应该是可以定

论的。

以往我们在敦煌文书中，也发现过当时流传的玄宗诗歌，如P. 2555背面的《御制

勤政楼下观灯》、P. 3986的《玄宗题梵书》以及是S. 3872一说为玄宗诗作的《傀儡

吟》x。如今，玄宗诗在更为遥远的边州出现，且作为范本被抄写，更体现了玄宗作为

诗歌创作者本身的普及影响。唐诗的研究者已经多方揭示了唐代诗歌的繁荣与唐初的几

代君主如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等热衷诗赋的关系。如胡震亨在《唐音癸签》所论：

有唐吟业之源，导源有自。文皇英姿间出，表丽缛于先程；玄宗材艺兼

该，通风婉于时格。是用古体再变，律调一新；朝野景从，谣习寖广y。

这里表彰了太宗（文皇）与玄宗在唐诗发展中的引领作用，特别强调了他们诗歌本

身所具有的文学特质在唐诗发展中的导向。现在玄宗诗在敦煌、吐鲁番的相继发现，便

成为这种诗歌艺术影响的实证。

数年前，我们曾经从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发现了第一件用古诗作为习字范本的文书，

对于其文学史的意义，论述说：

用古诗作为习字用帖反复临写，却充分表明了一个时代新的风尚，那就是

对诗歌的爱好，成为童蒙学习的日常形态。……唐代西州的古诗习字，正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为我们显示了贞观十四年（640）才纳入唐代行政管理体系的

最偏远的边州，教育体制跟随时代的步伐而将诗歌的学习作为范本的现实；它

对于我们理解中国韵文史上的高峰——唐诗，理解在那个时代能够出现李白、

杜甫这样伟大诗人的社会基础，无疑是最好的写照z。

玄宗诗残片作为范本在吐鲁番的出现，不仅是玄宗诗本身从敦煌向西域的地域延

伸，更是大唐盛世的诗歌学习风尚在西北边州上行下效、普遍流传的明证。

（二）诗歌因为政治而传播

事实上，玄宗诗歌残片的发现，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着我们对于唐代社会中文学流

传的认识。

过去我们在吐鲁番文书中发现作为范本的六朝咏物诗作时，就曾对其反映唐初诗歌

的南朝化风尚有所分析@7。这次在书道博物馆发现玄宗诗残片的同一卷宗中，也出现了

x　参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757、827、882页。

y　《唐音癸签》卷二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281页。

z　李肖、朱玉麒《新出吐鲁番文献中的古诗习字残片研究》，原载《文物》2007年第2期，修订本见荣新江等主

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论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521～529页（此处引文见525、

526页）。

@7 同    同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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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写本的梁武帝萧衍《会三教诗》、梁简文帝萧纲《新亭应令》等诗残片@8，作为南朝

诗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流传无疑也增进了我们对唐诗发展过程中这种南朝化倾向深

远影响力的认识。后世公认的诗歌典范作品，与实际的传播过程中一时传诵的作品是有

着距离的。非文学的诸多因素影响着文学的流传。

玄宗诗歌在吐鲁番文书中的出现，也一样体现了非文学因素对传播的左右。虽然我

们强调太宗、玄宗诗歌的艺术表现力以及作为倡导者的影响力，但是其在当时的流传，

并非真的因为它们是唐诗艺术高峰的体现，而更多的是政治的因素统摄了传播的渠道。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发现其他唐代具名诗人的作品在吐鲁番出现，这当然是可以

用偶然性来做解释，但是与玄宗相关的作品在吐鲁番的出现却并非个别现象。如同样在

20世纪初期由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挖掘出土的唐写本佚名《驾幸温泉宫赋》，一个

世纪后由张娜丽女士从十几个残片中拼合出来@9。唐玄宗于天宝元年（742）前后每年

十月、十一月赴骊山温泉宫，与群臣吟诗作赋，史有明文，敦煌文书P. 2976、P. 5037

和《文苑英华》卷五八分别有刘瑕、林琨的同名赋作。吐鲁番出土的《驾幸温泉宫赋》

也是其时文人所作之抄本，它的抄写反映了西州人士对描述皇帝巡幸生活同样的津津乐

道。此外，黄文弼1928～1930年在吐鲁番考古期间，于雅尔湖旧城挖掘出土的《为开元

皇帝祈福文》，虽然非常残破，但是根据其中“奉用庄严开元皇帝陛下”的用语，可以

推测为“寺庙僧侣为唐玄宗《祈福文》残片”#0。以上这些围绕唐玄宗而存在的吐鲁番

文书，毫无疑问是作为帝王的至高权力在文学方面起到了作用。

从政治史的角度来反观这些文书，我们可以说：玄宗诗及其相关作品在吐鲁番的出

现，是国家的文化软实力（soft power）在边州地区的表现#1，是中央集权社会最高统治

@8  《集成》中册，第284页上～287页上，参吴丽娱、陈丽萍《中村不折旧藏吐鲁番出土〈朋友书仪〉研究：兼

论唐代朋友书仪的版本与类型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72、173

页。 

@9　唐写本《驾幸温泉宫赋》残片，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藏。编号：大谷3170、3172、3174、3177、

3180、3227、3504、3505、3506、4362、5789号。参小田义久责任编集《大谷文书集成》贰册，京都：法藏

馆，1990年，《大谷文书》贰，图版84、85、86、87、93，释文第38、39、40、50、114、240页。其比定、

缀合，可参张娜丽《西域发见の佚文资料：〈大谷文书集成〉所收诸断片について》，《学苑》第742号，

2002年，26～43页；《西域发见の文字资料（四）：〈大谷文书集成〉叁读后札记》，《学苑》第764号，

2004年，11～34页。

#0　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4年，29页，图12。此外，德国吐鲁番探险队从吐峪沟遗

址出土的《为天子祈愿文》，虽然不能确证是哪位唐代皇帝，但可以证明这一类作品由于政治因素而流行的普

遍性。参T. Nishiwaki, Chinesische Texte vermischten Inhalts aus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西胁常记编《柏林

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文献》）,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1, pp. 110-111, pl. 22。

#1　“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借用自当代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流行关键词。它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

夫·奈（Joseph Nye）在1990年代提出来的。约瑟夫·奈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

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文化、政治价值

观、外交政策是软实力的三个来源。参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北

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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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被整个社会所膜拜的表现，也是唐代文化和政治价值观被广泛接受的表现。

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发兵灭高昌国、建立西州以来，吐鲁番盆地再度成为与中原一

体的地方边州，成为唐代经营西域的根据地。张广达先生曾经在其名作《唐灭高昌国后

的西州形势》精辟地概括说：“唐以取西州为开始，经过百余年经营，到8世纪中叶，

早已在西州以外地区发展了某种胡汉军政体制。”#2这个百年经营的顶峰，正是唐玄宗

开天盛世，是唐代政治、军事等硬实力在西域地区最为鼎盛的时期。帝王文学作品以及

相关的文化建设，作为与这一武功相表里的文治表现，必然会在历史中发生、由文化的

核心地区向其周边扩散。

过去，在吐鲁番文书没有被发现之前，我们常常引用的唐代文化软实力在西域的例

证，是被《宋史·外国传·高昌》转载下来的太平兴国六年至雍熙二年（981～985）北

宋供奉官王延德出使高昌的《使高昌记》。它记载了仍然保存在回鹘王国中的唐代文化

影响：

次历伊州，州将陈氏，其先自唐开元二年领州，凡数十世，唐时诏敕尚

在。……高昌即西州也。……用开元七年历，以三月九日为寒食，馀二社、冬

至亦然。……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

《玉篇》、《经音》等。……有敕书楼，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诏敕，缄锁甚

谨。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经所谓外道者也#3。

在唐代灭国七十多年后，从伊州（哈密）到西州的回鹘地区仍然保存玄宗的诏敕、御札

并沿用开元七年历来看，可以证明玄宗时代文化影响的根深蒂固。

如今这一正史表述，也由吐鲁番出土文书做出了同样的明证。也许将来的吐鲁番文

书中文学作品的发现，会淹没这首先暴露出来的与玄宗相关诗文的突出性；但无论如何

也不会改变的，是作为诗歌帝国的唐朝，在文学表现上所具有的文化软实力的存在。

三、余　　论

玄宗诗残片在吐鲁番文书的被发现，为我们从并非刻意保存的历史文献还原社会现

实提供了可能，从文学史的角度，它提醒我们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区

别的存在，也提醒我们关注非文学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对于文学影响的存在。

#2　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原载《东洋文化》68（1988年），收入其《文书、典籍与西域史

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50页。吴玉贵将唐朝在西域的政治统治格局概括为“以伊、

西、庭三州为核心，以安西都护府为保障，以羁縻府州为依托的多层次的统治结构”，参所著《突厥汗国与隋

唐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429页。最近，新的研究进一步论证了唐朝在西域的

政治实力表现，参荣新江、文欣《“西域”概念的变化与唐朝“边境”的西移：兼谈安西都护府在唐政治体系

中的地位》，《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113～119页。

#3　《宋史》卷四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4111、14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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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并不能按照古今一揆的方式来对古代文学的传播、接受做想当然的比

定。1960年代在新疆博物馆发现的《坎曼尔诗笺》，无疑就是这样一种以今人文学观念

来要求古人而流传的假文物。这一作伪的文书让一个叫坎曼尔的元和诗人写了一首《忆

学字》来表达“李杜诗坛吾欣赏”的诗歌艺术观念，让他抄写了白居易的《卖炭翁》来

体现对立的阶级斗争观念。我们不必考虑作伪的其他科学鉴定，即从文学史的立场，对

其中用后世不同时期形成的对于李白、杜甫齐名的诗学观念和以斗争哲学来考量白居易

的价值评判，也能审定其值得商榷的疑窦#4。

其次，我们也不能用纯文学的观念来揣测文学作品传播与接受的历史途径。玄宗诗

歌的流传，按照后世的纯文学标准来对待的话，它就难免宋代以后逐渐淹没、最终必须

从宋本《张说之文集》的唱和附诗中重新辑录的境地#5。但在当时，它以一种政治价值

观、文化软实力的背景而传抄全国、影响周边，可能超过了任何一个有着“寂寞身后

名”的伟大诗人。

再次，文学与政治的正常关系永远也不能被研究者所漠视。我们曾经想通过伪造的

《坎曼尔诗笺》来证明新疆自古以来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但当伪证脱离了文学

基本的传播原理时，作为历史的描述也只能蒙受羞辱。而历史自有其明证存在：在分藏

海外的玄宗诗残片被我们检出之际，它所体现的唐代中原王朝与西域关系的政治意味，

远远超出了伪造作品想要达到的目标。甚至更远——当类似《兰亭序》这样为唐代帝王

所推崇的书法与文学兼美的典范从和田的唐代文书习字中被揭示出来的时候#6，西域历

史的丰富性更让我们刮目相看！

因此，无论是文学还是历史的研究，在西域干旱的土地下，丰富的蕴藏将是我们永

远的期待。

Poems of Emperor Xuan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Documents Unearthed from Turfan

Zhu Yuqi

The author pieces together two fragments of one sheet of paper on which a poem of 
Xuan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entitled “Entering the Qing-Chuan Road on Cold Food 
Festival” is written. The two fragments were unearthed from Turfan about a century 

#4　详细的论证，可参杨镰《〈坎曼尔诗笺〉辨伪》，《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4～16页。

#5　宋本《张说之文集》收录唐玄宗诗三十余首，多为后世辑录所据，当另文揭表。

#6　参荣新江《〈兰亭序〉在西域》，《国学学刊》2011年第1期，65～71页；《〈兰亭序〉与〈尚想黄绮帖〉在

西域的流传》，《2011年故宫兰亭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刊。又，王素《略谈〈兰亭集序〉书法的渊

源与影响》，《中国书法》2012年第1期，28～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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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o and reserved in Britain and Japan thereafter. This research paper reviews the 
dispersing process of the Turfan documents and analyses literary value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fragments. The poems of Xuanzong were spread as models for 
calligraphy and poem writing in Xizhou prefec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which proved 
that the style of poetry was popular in northwest China as well as in Central Plains 
during its heyday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embodied that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influenced on the frontier deeply.


